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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造势：
最先大规模开展国际援华活动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人民惨遭日
军蹂躏，身处海外的华侨也倍感屈辱。面对国
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留美学生刘震东给天津
《大公报》社寄来一封长信，认为日本帝国主义
侵占我国东北，是祖国“所不能忍受的奇耻大
辱”。他沉痛地说：“有时我们怕在街上走，因为
怕见人。假如中国是强国，我们可以自豪说我
们是大国，文化最老国家的国民。但是，事实不
让我们作如此想，我们只有恨我们自己不争
气。为什么自己年年内战，国家人民的精力，整
个耗费在军阀争权夺利之上？”刘震东的信道出
了当时海外华侨的真实处境与心声，就连走街
串巷卖报的侨童，也感到无脸见人。

1932年8月27日，荷兰阿姆斯特丹召开了
一次大规模的世界反战大会，29个国家和地区
的2000多代表参加会议，列席会议的群众多达
1.5万人。不过中国国内没有直接派出代表与
会，而是由欧洲华侨反帝大同盟和德国华侨反
战大会派出6名代表出席大会。他们在大会上
做了激动人心的演讲，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侵
略东北的事实，博得了与会者的认同，掌声经久
不息。应该说，最先大规模地开展国际援华抗
日活动是由海外华侨组织的。
“七七事变”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急的关

头，对广大华侨来说，民族不在必失其“根”。正
如有的侨胞所说：“倘若是国破家亡了，我们海
外的侨胞能不当亡国奴吗？”

1938年5月9日，1.2万名来自美国各地的华
侨华人聚集纽约曼哈顿，在唐人街游行。之所以
选择这一天，是因为这一天是丧权辱国的“二十
一条”签署23周年日。为让员工参加这场游行，
曼哈顿的1500家中国洗衣店、餐馆和商店当天关
门。游行队伍高举着横幅、蒋介石画像，100名穿
着旗袍的华人女子，抬着一面长23米、宽14米的
“中华民国”国旗参加游行。这次游行虽然没有
要求捐款，但是沿途路人不断地主动向旗上抛硬
币：从1美分到50美分，甚至纸币。在游行队伍
上空，还有6架由华人机师驾驶的飞机，他们正在
罗斯福机场学习飞行，准备回国参战……所过之
处，外人驻足观看，华侨华人热血沸腾。

这年夏天，芝加哥5000多名华侨华人高唱雄
壮的抗日歌曲，走上街头游行，宣传中国抗日；费
城日本领事馆前也组织了数千名华侨，他们穿着
黑衣丧服、抬着棺材举行抗日聚会……争取国际
同情援华的宣传活动在美国许多城市此起彼落。

抗战期间，华侨界先后涌现出3000多个抗
日团体，侨胞们在侨居国创办了150多家抗日报
刊，通过组织集会、散发传单、演出戏剧、发表演
讲、募集钱物、战地采访等形式，为动员团结抗
战、揭露日军罪行奔走呼号。

与此同时，侨胞在侨居国普遍开展抵制日
货、阻止战略物资资敌活动。“今日买日货，无异
供敌人残杀同胞之子弹……凡采买日货为虎作
伥之奸商，实为民众之罪人也。”在美国纽约抵
制日货的万人大游行中，2000多名华侨妇女穿
着棉布袜，有的干脆赤脚走在游行队伍中，号召
大家不买、不穿日本制造的长筒丝袜。

华侨广泛的抵制日货成绩是显著的。以南
洋为例，南洋华侨抵制日货，使日本对南洋的贸易
总额减少约39%。“日本既认南洋为日本的生命线，
现在这个‘生命线’已被华侨的爱国心所割断。”

抗战时期，海外侨胞用自己的行动做了最好
的救亡宣传。一方面，这使日本侵略者在国际上
越来越受到孤立，也让更多的人在了解中国抗战
的态度和信心后，主动加入中国抗战的队伍，众多
国际援华机构和友好人士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来到
中国的。另一方面，他们在宣传抗战到底的同时，
积极倡导国内团结，竭力反对妥协投降和分裂内
战，并在舆论上不断地对国民政府施加压力。“七
七事变”后，国共两党之所以能够在短时间内实现
第二次合作，建立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海外侨
胞营造的国际环境和氛围是分不开的。

捐款捐物：
倾其所有支援抗战前线

抗战期间，约有400万华侨为祖国抗战捐
款，占当时华侨总人数的一半左右。正如南洋
侨领陈嘉庚描绘的那样：“对祖国战区的筹赈工
作，风起云涌，海啸山呼，热烈情形，得曾未有；
富商巨贾既不吝啬，小贩劳工也尽倾血汗。”

南洋华侨郑潮炯卖子予他人，得款全部捐

给祖国抗战。缅甸华侨叶秋莲将自己全部的家
产拍卖，悉数捐给祖国后，因无以为生，出家为
尼，并说：“只要祖国战胜，我自己饿死是无妨
的。”菲律宾华侨吴清河、薛素丽将婚宴费捐出，
并附信一封：“日寇狂猖，举国同愤，捐资抗战，
义不容辞。我俩谨将自备结婚费用国币三千元
汇上，以作抗战军需。”智利华侨甚至为祖国捐
献了首饰、瓷器、字画及古董等物，有的华侨把
自己的结婚戒指都捐给祖国用于抗战。

欧美地区的华侨亦是如此。底特律市郊华
侨简夫人汇寄给纽约、旧金山等地中国劝募救
国机构的钱，在105万美元以上。她表示：“只要
中国不亡，我愿捐献最后一元以拯救祖国，若是
不幸中国亡了，我誓将离开这个世界。”那些生
活在社会下层的华侨，同样有一颗炽热的爱国
之心。在加拿大的抗战捐款活动中，一位靠打
工为生的老华侨当场将囊中的1100加拿大元仅
留10元作旅费，其余全部捐出，感动了在场的侨
胞。两位华侨青年各自将积蓄多年的1400加拿
大元捐献出来。他们说，“我们远离祖国，不能
亲往杀敌，区区捐款，略尽国民的天职罢了。”
抗战全面爆发后，海外华侨知道国内亲属处境

艰难，有意把历年省吃俭用的积蓄寄回祖国。从
“七七事变”至太平洋战争爆发，我国侨汇逐年猛增：
1937年为国币4.73亿元，到1941年已高达18亿
元。据资料，抗战时期侨汇浩大，总额约达国币95
亿元。这些侨汇垫补了国民政府大量军费开支。

1937年“八一三事变”后，国民政府发行第一
期救国公债5亿元，光海外华侨就认购了一半。
华侨购买公债较之国内同胞购债还起着特殊的
作用，它可使国民政府增加大笔宝贵的外汇收入
和外汇储备，用来购买抗战急需品或国内短缺的
军用物资。抗战期间，国民政府共发行了6期救
国公债，总额达30亿元，华侨购债总额占国民政
府公债总额的三分之一强。尤为感人的是，南洋
华侨购债后，又掀起“还债”和“焚债”等销毁债券
的活动，实际上是为国家无偿捐助。

全面抗战爆发后，国内抗战物资极度匮
乏。为支持祖国抗战，广大华侨节衣缩食，踊跃
捐献战争物资。大到飞机坦克汽车，小到被褥
服装蚊帐，源源不断地运回祖国。

据资料，抗战全面爆发后5年内，广大侨胞
共捐献飞机217架，极大充实了中国空军的力
量。其他如美洲华侨捐救护车200辆，马来亚、
缅甸华侨捐卡车计300辆，越南华侨捐铁甲车多
辆。温哥华侨胞还发起了“坦克车救国大运
动”。为运送军用物资，南洋华侨捐献了大量的
运输卡车用于滇缅公路上。

战时，药品属于紧缺物资。凡士林油膏、防
疫浆苗、防毒面具、医疗器械等都有华侨捐献，
非洲华侨还捐了一架当时属于先进仪器的X光
机。金鸡纳霜（奎宁）是印尼特产、治疗疟疾的
特效药，据不完全统计，印尼华侨在抗战期间共
捐金鸡纳霜约1.17亿粒，不知道挽救了多少前
线将士和同胞的性命。

抗战时期，华侨捐款捐物范围之广、规模之
大、数量之巨，在历史上都是空前的。14年抗战，
华侨总共捐了多少钱，恐无法获得确切数字，国
民政府财政部的数字统计为国币13.2亿元（仅指
1937—1945年）。据有关资料，战时中日两国侨
民对本国捐款之比约为31:1。华侨所捐物资，帮
助祖国克服了物资匮乏的严重困难，温暖了抗日
军民的身心，鼓舞了杀敌士气。就连蒋介石都承
认：“海外月捐，增加长期抗战力量，所关至巨。”

华侨对中共领导的抗战部队也给予了巨大
支持。旅美华侨李兆焕捐资兴办了延安“洛杉
矶托儿所”，并向抗日军政大学捐助经费。1940
年百团大战胜利后，为了鼓励八路军及新四军
继续英勇抗战，海外华侨鼎力捐款，其中泰国华
侨陈子谷变卖家产，将所得20余万元和募集的6
万元带回国内直接捐给新四军，一下子就解决
了新四军三个月的军饷。叶挺军长在《抗敌报》
上表扬陈子谷“是一位富贵于我如浮云的爱国
赤子”，还在一次会上说，革命胜利后我们应该
打一个金牌奖给陈子谷。

投资建厂：
不计利润稳固战时后方

“七七事变”后，广大东南亚华侨的祖籍地
福建、广东等地相继沦陷，日军在侨乡的恶行，
激起了东南亚华侨的愤慨，他们纷纷投资国内，
为抵抗日军侵略提供物质上的帮助。

但是，华侨投资国内尤其是大西南地区，可
谓是困难重重，风险巨大。尤其是当时抗战前
途未卜，投资工矿、农垦业，成本大，时间长，见
效慢，在战乱年代难以获利也是不难想象的。

再加上日军的封锁与轰炸，投资企业还面临着
被炸毁而血本无归的风险。

华侨投资祖国大后方除了爱国心的驱使，
同时也离不开一些侨领的动员工作。著名的侨
领陈嘉庚、胡文虎、侯西反、庄西言等都积极宣
传鼓励华侨回国投资。

侨领陈嘉庚、侯西反、郭兆麟等原拟在新加
坡投资建立制药厂，但是考虑到海外捐献药品长
途运回国内，既不安全，又难以保证时间，便于
1941年将资金移入国内，合资创建了大型的重庆
制药厂。这是当时中国最大的新式提炼药厂，可
生产91种军需药品，为解决前线士兵药品紧缺问
题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马来亚华侨王振相、王金
兴创办了胶轮复制厂和中南橡胶厂。胶轮复制
厂在1940年开工不久就修复轮胎一万多个，不但
缓解了抗战的运输问题，同时也为国家节省了
2000多万元外汇。中南橡胶厂建立之后，在云南
种植橡胶树，解决了胶源问题，生产出大量的军
需物品，包括军鞋、车胎等，克服了我国大量依赖
进口外国橡胶的问题，满足了抗战的部分需要。

这一时期，南洋华侨在祖国大后方的投资
涉及糖厂、锡矿、炼油、植物榨油、陶瓷等多个领
域。华侨的投资，最重要的作用就是促进了当
地经济的发展，解决了抗战以来后方涌入人口
的就业问题，缓解了战争、生活的物资紧缺状
况，稳固了后方的经济。

抗战基地转移到西南大后方之后，粮食的缺
乏造成粮价飞涨。为缓解此困境，国民政府开始
鼓励开垦，一时，垦殖成为华侨投资的重点。当
时，泰国政府排华日甚，许多难侨组织回国垦殖
团，由罗汉等10余人率领回国，到云南车里、南峤、
佛海等地垦殖。如华侨创办的华西垦殖公司、广
西露堂垦殖公司，开垦了大量的荒地，增加了粮食
的产量，缓解了当时的粮食危机和社会矛盾。

当时，华侨向国内大规模的投资绝大多数
是不计利润的，纯属为祖国抗战需要，其成效也
让国民党《中央日报》不得不承认：“在战时的今
天，华侨投资当是抗战建国的柱石。”

与此同时，许多爱国侨胞奔赴陕甘宁边区兴
办实业，成立了西北华侨实业公司，开办华侨毛织
厂和华侨制药厂等。延安的侨资企业大都是职工
认股集资。如坐落在杜甫川的华侨毛织厂就是菲
律宾华侨工人募股创办的。其他如桥儿沟化工
厂、光华制药厂等都有华侨职工集资认股的情况。

华侨在延安投资的效益十分显著。以延安
华侨毛织厂为例，1942年建厂投产，当年即获净
利50万元，该厂生产的大批毛毯、毛呢、纺毛线，
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延安及边区军民的生活需
要，繁荣了边区的工商业，帮助中国共产党领导
的根据地熬过了最艰难的抗战岁月。

回国参战：
“抗战不胜利就不回来”

“生是中国人，死是中国鬼。”这是华侨青年
冲破家庭阻挠，满怀爱国热情回国参战时留下的
豪迈誓言。由于华侨回国参战带有极大的普遍
性和广泛性，所以到底有多少人投入这股洪流已
无法完全统计，据广东省侨务委员会1946年统
计，战时回国参加抗战的粤籍华侨就有4万多人。

早在1932年的淞沪抗战中，就有一支由252
人组成的华侨抗日救国义勇军在浴血搏杀。他
们在前线是“最勇敢、最有功勋者”，在后方，“所
受苦痛亦最多”。旅日华侨徐香进，偕同华侨刘
兆祥等人回国参加淞沪抗战，在为前线押送作
战物资时，途遇敌机轰炸，同行者早已远避，而
他始终不离职守，粉身疆场。美国归侨黄毓荃
驾机凌空迎击来犯淞沪的日机时，不幸坠毁身
亡。徐香进、黄毓荃等是为祖国抗日而壮烈献
身的第一批华侨烈士，他们为海外华侨支援祖
国抗战立下了首役之功。

发端于辛亥革命时期的华侨航空救国运
动，在抗战时期形成第二次高潮。华侨不仅出
钱培养航空技术人才，而且出钱将他们送回国
内。仅美国就为国内输送了航空人才200人左
右，全国歼击机飞行员中华侨占四分之三，成为
中国空军作战主力。从南洋回国抗战的华侨飞
行员中，印尼的吕天龙、梁添成、陈镇和、刘盛芳
等人是他们中的杰出代表。

作为抗战时的稀缺人才，华侨飞行员大大提
升了空中打击日军的作战能力，夺回了某些地区
的制空权，挽救了无数抗日将士和同胞的生命。
“你们这批人回去，代表的是800万海外华

侨，抗战不胜利就不回来! ”这是陈嘉庚送别南
侨机工（华侨司机和修理工的简称）时说的话。
“七七事变”后，中国主要港口和不少铁路

线相继被日军侵占，输入外来物资主要依靠

1938年8月底开通的滇缅公路。为此，国民政府
军事委员会成立了西南运输处，负责西南地区
军用物资运输和进出口货物运输，并委托陈嘉
庚在南洋招募华侨回国参战。之后，陈嘉庚向
南侨总会各分会发出通告，得到了新加坡、马来
亚等地华侨青年的积极响应。经过层层筛选，
共有3193名华侨青年分批回国，这些是由南侨
总会及其下属机构登记并安排回国的统计人
数，超过原计划近6倍。

当时，南洋机工们须闯四道鬼门关：疟疾
关、雨水泥路关、险路和险情关、日机轰炸关。
滇缅公路蜿蜒于海拔500至3000多米的横断山
脉中，沿途悬崖、峭壁、陡坡、急弯、深谷不计其
数，行车非常艰险。如遇雨天，道路泥泞，险情
大增。后来，日军向南洋进攻，经常派飞机轰炸
滇缅公路。然而机工们没有退缩，反而恪尽职
守，日夜不停地为祖国输送抗日物资。

因国内正面战场战事激烈，所需作战物资
补给十万火急，因而南侨机工的运输任务紧急
而繁重，必须限时限量，不得贻误。当时昆明至
下关往返路程为824公里，限36个小时内装卸
往返运完。在紧张的运输中，时常有车抛锚在
荒无人烟的荒野中，干粮吃完只好饿着肚子等
车来才能讨得饭食；缺水渴极了，只好取泥浆澄
清后解渴。为祖国抗战效力，他们就是这样吃
苦受累也在所不惜。他们向海外亲人描述，滇
缅公路的车队是穿行在“风花雪月”之中——即
云南沿途风物的四大特点：下关的大风，祥云的
茶花，苍山的积雪，洱海的明月。

到1942年5月，滇缅公路被日军切断前，南
洋机工们共抢运了45万吨以上的物资，平均每
天运回300吨，极大地支持了祖国的抗战事业。
其中仅1941年一年就运入机枪、炮弹、汽车、各
种药品等达13万多吨。

由于路况复杂和日本军机的轰炸，先后有
1000多名南侨机工以身殉国。每1公里就有1
名南侨机工献出宝贵的生命，平均死亡率每日
七八人。战斗在滇缅路上的每个南侨机工都有
自己光辉的一页，他们是祖国抗战的功臣。

与此同时，不少侨胞受中共抗战主张感召，
回国参加八路军、新四军。抗战时期，在延安学
习、工作的归侨有600多人，涌现出叶飞、林文虎
等著名归侨将领和抗日英雄。

悠悠赤子情，拳拳报国心。在中华民族最危
急的关头，笔者不敢说如果没有华侨共赴国难，
抗战胜利或许会晚几年到来，但势必会更加艰
难。抗战胜利78年后的今天，面对那些滚烫的数
字和无数令人感佩的事迹，我们仍能从中获得这
样的启示：抗战时期，正是因为我们形成了最广
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华民族达到空前的团
结，共御外侮，才最终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
新时代，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要实现中华民族
的伟大复兴，还必须团结广大的海外华侨华人，
发挥爱国侨胞心向祖国、热爱家乡的光荣传统，
共同致力于中国现代化的建设发展，共同致力于
统一祖国和振兴中华的伟大事业。同样，只有祖
国真正实现富强、民族实现振兴，广大海外华侨
华人的尊严才能得到根本的维护。

●启发妇女觉醒
解放旧礼教下的女性

女星社创办前后，天津已经出现了不少女
子学校，很多女性接受了当时的“新式教育”，但
她们仍然处在一种较为被动的地位，命运无法
自己掌握。究其根本，是因为当时社会对女性
整体的看法和思想仍处于落后阶段，即使受过
教育的女性也很难挣脱旧思想、旧礼教编织的
网络。觉悟社成员张嗣婧就是最典型的例子，
她身陷包办婚姻的苦恼，因生育女孩遭到夫家
冷遇，甚至重病在床却无人照料，凄凉离世。

女星社提出，想要真正解放妇女，必须先
打破封建思想束缚。《女星》专刊中曾谈到：
“‘代办婚姻’同‘三从四德’等等，足以置妇女
们于死地，在包办婚姻下，女子完全做翁姑的
奴隶，丈夫的玩物。”李峙山在《妇女日报》中指
出：“我们女子无论站在甚么地位，总是被男子
压迫，给人作奴隶。原因虽然很多，最大的却
要算是因为女子经济不能独立。”邓颖超在《女
星》第十期发表了《受了婆婆教训的一个同学》
一文，其中呼吁道：“被剥夺婚姻权的女青年
们，快冲破包办的重围，携起手来前进呀！”这
些文章论述了旧礼教中男子对女子进行的“愚
民政策”，认为只有打破社会对妇女们老旧的
看法和思想，达成社会新的认知，才能使广大
妇女真正地独立起来。

●革新教育路径
推动女子教育事业发展

面对当时极其严峻的局面，邓颖超深刻意
识到，想要真正达成天津乃至全国范围的女子
解放，必须先用知识武装女子的头脑。于是女
星社积极创办女子补校、加入平民教育促进会
以及省县教育会等组织，为革新教育路径、推
动女子教育事业发展起到重要作用，成为全国
妇女教育事业的榜样。

在男性支配的环境下，女子教育事业很难
被重视，发展非常困难。1924年，湖南教育司
私自任命男子为衡州第三女子师范学校校长，
打破了原有的规章定例，遭到女界强烈反对。
当此消息传到天津时，女星社大胆发言，在《妇
女日报》上揭露当时教育界漠视女性地位、私
自践踏女性权力的丑恶行为，并积极号召社会
各大妇女团体给予湖南女界支持和帮助。

此外，女星社开办的女星第一补校，教师
是由女星社成员组成，她们自编教材，教学灵
活，帮助天津失学的女性获取受教育的机会，
免费教其普遍的社会常识，使她们毕业时可以
认识更多的字，以便读懂白话文。女星社还以
报社名义发文，为督促教育当局解决女师风潮
而呼吁。在此过程中，女星社培养了一批优秀
的妇女骨干，很大程度上重塑了当时社会对妇
女的看法，传播了一种较为先进的思想。

女星社深刻认识到，要想促进女子教育事
业达到真正意义上的发展，就要想尽一切办法
去推翻封建军阀统治，消除固有阶级压迫，摆脱
老旧势力束缚。女星社成员李峙山在1924年4
月8日的《妇女日报》发文称：“因此我们觉悟到：
（一）今后要向现在的中国，找比较有希望的政
治革命团体；（二）我们要向同阶级宣传我们已
找着比较有希望的政治革命团体，及第一步合
作的方法；（三）将我们的同志，由小而大地组
织起来。”她认为，一点一滴地做下去，总有一
天，教育状况会改良。这些都为天津以及全国
女子教育的发展奠定了非常坚实的基础。

●借助马克思主义
号召妇女参与革命

女星社虽仅存在了两年多的时间，但在中
国早期妇女运动史上具有重要意义，除了完善
妇女教育、明确妇女权利之外，还借助马克思
主义思想，组织动员更多的妇女参与到无产阶
级革命斗争中去，为天津乃至全国妇女革命运
动书写了浓墨重彩的篇章。

1924年5月5日，《妇女日报》刊登《今天是
马克思一百零六岁生日》纪念马克思，展开对
马克思一生事迹的介绍，凸显其奋斗精神，并
呼吁青年劳动者和青年学生：“不必学马克思

做一个学识渊博的学者，应该学马克思做一个
苦战奋斗的战士。”不久，列宁逝世的噩耗传到
天津后，女星社联合众多社会先进爱国团体，
在天津召开了追悼大会，并在会上唱《第三国
际歌》，发表《列宁的精神》演说。女星社也借助
《妇女日报》发声并悼念，发表文章《谁可以继承
列宁》表明观点：“应该专门研究列宁主义及其
背景，要拿马克思主义与列宁主义的方法调查
研究中国的历来。”

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及其妇女观的影响后，
邓颖超等先进知识分子逐步具备了运用科学
理论进行分析的能力。邓颖超深刻认识到，要
把妇女解放运动同政治革命运动结合起来，于
是她同女星社其他成员发动和组织天津妇女
参加国民会议促成会运动。在此过程中，她奔
走呼号，多次发表演讲提出观点：“认清了吾们
的敌人，帝国主义者军阀，给他一个总攻击，从
根本上谋改革，参加国民革命运动。”其主旨就
是鼓励妇女要明确自身社会地位，认清当下社
会形势，打倒封建军阀，积极投身革命建设。

随着马克思主义思想传播的不断深入，妇
女参与革命的决心变得愈发强烈，逐渐成为革
命斗争的生力军。在历史上著名的“五卅运
动”中，邓颖超组织天津各界联合会支援上海，
其人员多为天津工农妇女，规模较大。这样的
革命形式，更深入地将革命斗争与反对军阀统
治相结合，让妇女们从自身开始觉醒，进一步
得到思想的解放与革新。

在女星社知识女性的领导下，天津妇女在
五四运动中，思想得到了真正的解放，权利得
到了本质的认可，她们也逐渐从家庭走上政治
革命的舞台。

女星社作为“女性运动的火炬，巾帼前行
的灯塔”，对我国妇女解放及运动发挥着重要
的作用。百年风云过，爱国心不变。一百年是
一个里程碑，更是一个新起点，女星社的故事、
女星社的思想，在今后将代代相传，熠熠生辉。
（眭钰璨，天津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硕士

研究生；张洪伟，天津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

天
津
早
期
妇
女
组
织

女
星
社
的
思
想
传
播

眭
钰
璨

张
洪
伟

赤子之心 报以国兴
不 能 遗 忘 的 华 侨 抗 战 史

陈建新

近代以来，由于中国长期积贫积弱，国际地位低下，海外侨胞寄人篱下，孤立无援，生命财产处于

毫无保障的境地。坎坷的道路和榛莽的生活，使海外华侨深深感到祖国的前途和命运同他们息息相

关；祖国的强弱存亡直接影响着他们在异国的处境。这也是海外爱国侨胞在近现代中国的变革和革

命过程中，一直扮演重要角色的主要原因。孙中山说过：“中国革命，多依靠华侨的帮助。”他还为侨

胞亲笔题写“华侨是革命之母”的匾额。时间到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华民族遭遇空前劫难，具有

反帝爱国光荣传统的海外华侨与祖国同胞共赴国难，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第二次爱国高潮。

经过五四运动洪流的洗涤，我国备受

压制的女性意识逐渐觉醒。20世纪初，女

权思想的传播、女子新学的倡导，使天津一

度成为当时妇女解放运动的核心地带，涌

现出不少先进的妇女组织，至今闻名的女

星社即在此时诞生。

2023年恰逢女星社成立100周年。

1923年年初，留在天津的觉悟社成员邓颖

超、李峙山、谌小岑等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

想的知识分子认为，有必要组织一个妇女团

体以推动妇女运动的开展，还曾写信给远在

法国的周恩来征求意见。经认真探讨后，决

定采用邓颖超的提议，将这个组织命名为

“女星社”，希望它像明亮的星星，一直照耀

着天津乃至中国妇女运动发展的前程。

1923年4月25日，女星社在天津正式

成立，起初设在河北区中山路五昌里10号，

后迁至河北区中山路达仁里10号，出版了

《女星》和《妇女日报》两种刊物。女星社办

社宗旨鲜明，即“实地拯救被压迫妇女”“宣

传妇女应有的革命精神”“力求觉悟女子加

入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女星社的思想

传播对天津妇女运动起到重要助推作用。


